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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共和时期广东督学机构的兴学措施

胡　耿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由于战乱对资料的毁坏，目前关于民初共和时期广东教育情况的史料和论述较少。文章在查阅

广东辛亥革命期间的报刊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论述了以钟荣光为首的广东军政府教育司，为废除封建旧教

育制度，于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在全省建立新的督学机构，实施一系列兴学措施，促进了广东民初资产阶级教育之

建立和发展的情况。文章认为由于封建势力的扼杀，督学机构虽最终被废除，但它的建立却对广东的新教育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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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中国的封建

势力，各地纷纷建立新的地方政权。广东也在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９日宣告独立并成立了粤省军政

府。这场范围广泛的革命运动影响到社会的各个

层面，自然也深入到教育领域。新成立的广东军

政府任命资产阶级教育家钟荣光为教育司长，领

导广东进行取缔旧教育、兴办新式资产阶级教育

的改革。在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筹设

督学局、完善教育行政制度是其中的重要措施。

一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始于清

末学部创立之后。１９０６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后，

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在省设

立学务公所，县一级设立劝学所。此外，清政府还

模仿日本体制设立视学官，形成了中央、省、县三

级视学网。各省开始派出视学官员作为其省教育

行政机关的“耳目”了解下情，以便为制订教育政

策提供必要的保证。广东也设有视学官，是职在

县一级兼任劝学所总董。１９１０年，《地方自治章

程》颁布，劝学所权限缩小，只作为地方教育行政

的辅助机关。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

义胜利后，广东于１１月１０日成立了以胡汉民、陈

炯明为首的都督府。广东都督府设立教育部管理

全省教育。１９１２年１月，教育部改称教育司。同

年５月，饶芙裳去职，都督胡汉民任命资产阶级教

育家钟荣光为教育司司长。钟荣光（１８６６～

１９４２），字惺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钟荣

光自幼好学，１６岁考取秀才，曾设馆授徒数年，２９

岁中举人。他早年结石郑良才、孙中山，曾在澳门

任《知新报》等报社的编辑。钟荣光虽是前清举

人出身，然而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交

往对其影响非常大。１８９７年，他加入了兴中会，

倡导开民智、兴学堂。１８９９年钟荣光皈依基督

教，同年出任广州格致书院汉文教习，并于１９０１

年成为广州岭南学堂汉文总教习［１］（Ｐ２３７）。１９０７

年袁世凯以革命党罪名逮捕钟荣光入狱。辛亥革

命后，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府都督，他

十分注意以同盟会员为核心来组织与建设革命政

权，“非同党不用”［２］（Ｐ２４０）。钟荣光既是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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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有丰富办学经验，还曾游历国外，由他出任

教育司长，推行资产阶级新教育是再合适不过了。

面对广东学务自光复以来一落千丈，学潮此起彼

伏，教员素质低下，各地学田随意被挪用，各级各

属教育行政人浮于事的情势，为集思广益，保证教

育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钟荣光对广东

的教育“远猷硕画”，“大加改革”［３］，裁撤教育司

副司长职位，司下设总务、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三

课。他认为“教育之要，贵有统一辅助之机

关”［４］，才能更好地实行教育改革，于是着手筹设

广州市督学局，作为新教育之筹议机关。１９１２年

６月中旬，教育司颁布了《广东督学局章程》１４

条，成立广州市督学局，以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吴为

局长，管辖广州市区内之中小学，并推行社会教

育。教育司又令各县以广州督学局为模式，在全

省９４个县建立了督学局，负责整顿地方学务。教

育司还规定：县一级督学局长由县长荐举，直接受

教育司领导；局员的人选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曾

办学４年以上者，二是曾由师范（优级及初级完全

科）或中学以上同等之学堂毕业者［５］；县督学局

的办公地点和经费由地方自筹，原有各属劝学公

所及教育课一律撤消，其经费拨归督学局；督学局

下设视学及事务员分科任事，其名额视县教育事

务的繁简而定，一般为１～２人。此外，教育司计

划在各地督学局成立后，即派省视学员１６人，考

察全省９４个县的学务。教育司司长则于每年出

巡一次，分行１４学区，考察每区之省立中学及师

范等的教育情况，以形成省、市、县三级视学网络，

统领全省教育事宜。

钟荣光在各地设立督学局、推行视学政策，可

以说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革新。之所以说它

是一种继承，是因为地方教育行政及其视学制度

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在教育界实施了，地方视学人

员的派遣甚至要早于清末中央学部视学人员的派

遣。但是，民初共和时期广东教育司设立的督学

局，并不是旧机构的简单再现，而是有了实质的变

化。早在资产阶级共和时期到来之前，各省教育

行政建制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摸索和实践，应该说

是有了一定的变化和某种程度上的革新，然而，这

种变革始终存在着某种不成熟和欠缺。近代教育

行政及其视导制度从日本输入中国后，对于教育

行政人员及视学人员的任命、视学制度的施行都

有明文的规定，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行知识与制

度转型的一种尝试。然而，“中国固有的知识与

制度，是国人认识和接受外来制度并且加以内化

的凭借”［６］。只要细究其内在，即会发觉固有制

度和观念形态的影响仍存在其中。钟荣光认为尽

管近代中国人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的观念和制度，

但他们对于外来制度的移植，只是一种“凭借”而

并非“西化”，更谈不上“本土化”。新式的督学局

是必须的，成立督学局不仅有利于对地方教育行

政进行监督，而且还可以将之作为各地推行教育

改革的主要领导机构，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掌握

教育领导权。有鉴于此，教育司对民初的广东督

学局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革新：

首先，在制度机构建设方面进行革新。辛亥

革命以前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为劝学所，劝学所

的视学人员并不具体执行教育改革，只在教育行

政中处于一种附属地位。由于当时制度引进的适

应过程和不成熟性，各地的视学制度在实施中不

尽相同。学部的视学人员更非常设定员，且因其

派遣之时间间隔较长、视察区域过于辽阔边远、人

身安全有时也难以保障，故视学员对于教育情况

的考察只能是走马观花。各省无专门的视学机

构。某些县的视学更是空衔一个，由于经费的限

制，同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各地实际上设立

县视学的并不多见；即使有设置的，也因其本身兼

充学务总董，或高踞衙门之内，或肩负筹款兴学之

责，忙于“救贫穷防过失之不暇，安有余力提倡学

务”［７］，很少有问津乡村学堂而切实履行视学职

责的。总之，“府、厅、州、县视学设置不周，成为

地方学务管理体制尤其是视导制度中的一个薄弱

环节”［８］（Ｐ１４０）。钟荣光为纠此弊端，不仅恢复了视

学制度，且还建立起专门的督学机构，责令各个督

学局长切实负起兴学之职责。这样一来，民初广

东的各督学局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务执行、监督

机关。这相比以前来说是一大进步。

其次，在督学人员的任命方面进行革新。清

末的《各省学务官制章程》规定：县视学“均选本

籍之绅矜年三十以上，品行端方者充之”［９］（Ｐ４３６）。

结果，县教育机关的视学人员皆由地方士绅出任。

当时的县视学员一般兼任劝学所总董，而劝学所

肩负着筹款、兴学、办学等地方教育行政工作。这

种由教育行政人员，特别是封建地方士绅担任视

学的督导制度，很容易使教育走向与官绅勾结的

反面。尽管学部的视学规程强调了省县各级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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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不许接受地方官绅之钱财、筵宴，及禁止索取

等内容，同时地方劝学所也规定县视学人员有为

地方筹措教育经费的义务，但因清末官场腐败，各

地皆不时出现以“视学为例差，馈遗为常礼”之

事［１０］（Ｐ９７），并演化为风气。这严重地影响到地方

教育的发展。钟荣光有鉴于此，在设立督学局后

十分注重多用新人为督学人员，力图打破以往封

建士绅控制地方教育的局面。他重定督学局人员

任职资格的规定，尽管在当时来说仍不尽如人意，

然其旨在改弦更张。当时有人曾指出督学员资格

的第二条有欠妥当之处，劝告教育司勿对“清各

学校之校长”及“不知教育之人”“而授教育重

任”［１１］。在社会舆论和有识之士的支持下，钟荣

光将一大批封建士绅拒诸督学局门外，取消了他

们长期盘据教育界之特权。由此可知，广东教育

司慎选各督学局员之举，本身无疑就是民初广东

教育破旧立新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表明了其

决心清除封建旧教育残余，把督学机构建设成为

领导全省兴学、督学、办学的新机构的决心。

二

新成立的全省市、县督学局面貌焕然一新。

它们开始配合广东教育司在各地开展了一场自上

而下的改革封建教育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

（一）重新制定教育发展规划，调动全省人员

的办学积极性

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以科举为目的。科举制

度废除了，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仍然摆脱不了学

校仕途教育的模式，导致各种教育发展不平衡。

民初广东资产阶级建立共和政权后，急需受过新

式教育的人才。因此他们倡导发展事业教育、普

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以培养健全人才，满

足当时社会的需要。教育司颁布的督学局章程明

确要求，各属督学局必须负责维持与举办关于普

通教育、事业教育、社会教育之事务。对于封建教

育限制女子上学一事，钟荣光认为应该加以整饬，

通令各督学局要注重男女教育双方并行，注重培

养女子“应有生活之技能及健全之体魄”［１２］（Ｐ２６）。

在教育司和各地督学局的倡导下，小学实行男女

同校，鼓励地方办理女校，并严惩土豪劣绅破坏女

学的行为。很多热心教育的上流女士绅纷纷拜访

教育司，要求开办女学，结果各地建立了一批女子

小学，在校之女学生数量也有了增长。可以说，在

清末一直都有关于女子是否应当受教育的争论，

太平天国首先赋予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维新派将

女子教育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而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派最后打破封建束缚，把女子教育变为较

广泛的现实，《民生日报》曾称颂广东“女学之兴

可期”［１３］。

广东军政府成立初期，广东的教育秩序尚未

步入正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学者教者，两无兴

味，咸有去志”的情况［２］（Ｐ３０５）。１９１２年６月中旬，

教育司拟订出《广东全省教育大会简章》。８月，

教育司召集全省各地督学局长研究教育方法和教

育要义，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权限，统一了办学思

想。为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会议决定鼓励地

方办学，允许私立学校的出现，并规定了公私立学

校在领导权上皆实行校长负责制。各地督学局长

通过统一思想，端正了办学目的，明确了办学方

向，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教育部、教育司的法令，

领导本地辖区内进行教育改革，以期取得良好的

成效。

（二）恢复与发展各级各类正规学校教育，推

广新教学法

各属督学局成立后，面对各地学龄儿童失学

情况严重的事实，局长们着手领导本地恢复初等

教育。如广州市督学局长何剑吴力抓市内小学教

育，划分全市学区，调查各区学龄儿童，编制公立

市小学名称次第，时时亲往各公私立小学校及私

塾视察，督令改良，对屡令不改者则停闭之。在他

的努力下，广州市的小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到

１９１３年初，广州有公立小学４０多所，私立小学８０

多所，另有私塾蒙馆７９０多所［１４］（Ｐ２５）。各督学局

还注重发展中学教育。当时的新制中学定为省

立，而完全由省费供给者，只有高等学校附属中学

一所。为了增加中学数量，解决经费困难问题，各

县督学局长遵照教育司决议，允许中学县立或私

办，以调动地方办学积极性。茂名督学局长陈卓

平努力筹款兴办中学，属内的高郡、崇实两中学很

快就复课了。针对全省师资力量缺乏之情况，各

县督学局还多设“单级（科）教员传习所”，１年速

成毕业，以增加学区内的教师数量，并提高教育队

伍的素质。

为了改革封建教育死记硬背、机械灌输的教
５６



学方式，提高各地教员的教学水平，１９１２年８月，

教育司召集各地的督学局长在省优级师范开了一

次全省教育大会，推广启发式的教学法。与会者

参观了动植物标本、实验器材及幻灯影画等。这

次教学观摩活动，对于各地学校直观教学法的推

广，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兴办社会教育，促进社会风气的改良

社会教育是督学局大力提倡的兴学措施之

一。社会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对匡正

社会风气、废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提高国民文

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在清末民

初共和时期，很多家庭由于经济原因无法供学龄

儿童读书，不少青少年迫于生计中途辍学，因此办

好社会教育以补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不足尤为重

要。当时，顺德、东莞、茂名等地盗匪繁多，劫案时

有所闻；嫖娼、吸毒、赌博者屡禁不绝。出现这些

情况的很大原因是由于国民素质低下。教育司认

为要提高国民素质，就必须在全社会进行移风易

俗，以多样的形式为他们提供社会教育，使他们通

过耳濡目染和亲身参与，逐渐加强自身素质，以扭

转社会风气。为了办好社会教育，各督学局长加

强了对社会教育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亲自主管

“半夜小学、补习小学校”，及“改良剧本、电光影

戏、各街坊阅书报处、图书博物馆、各区公共游戏

场、体育会、公共演说场、宣讲所、学术研究会、辩

论会、白话报”［５］等社会教育事项。各地凡“未有

宣讲者应即添设……与督学局所派讲员互相策

应”［１５］。教育司则在全省招考有一定文化教养的

宣讲员进行培训，毕业后分发各地进行宣讲活动。

宣讲所“分布在广州和全省的绝大部分的县

镇”［１６］，广州老城的关帝庙、西门玄妙观和河南海

幢寺都有宣讲所。宣讲的题目由教育司统一编

定，用通俗白话向市民和农民宣传“与改良社会

不相违背”的内容，其中有“民国常识”、“现今大

势”、“先贤言论”、“乡土事迹”等。此外，各县督

学局和宣讲所还广设读书阅报处，向群众提供新

书报，“以输新知，开通民智”。各地督学局为破

除地方陋习，还举办音乐会，上演文明戏。以上各

种社会教育措施，使民主共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传播，并对破除地方封建迷信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由于各地督学局努力进行了兴学的一系列教

育改革，民初的广东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

１９１２年底，各属高等初等小学已达３０００所，在校

学生有１１１，０００人；广州、顺德、东莞、茂名、香山

等地纷纷开办了女校，广州第一女师附属女子小

学有学生１９９人，东莞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招收女

生１５０多人；宣讲所与阅报亭开办至３９０余所；简

易识字学塾５４所，半夜学校５３所，两类学校平均

每校招生约１２０名［１７］（Ｐ２０７，２０９）。当时的报纸对钟

荣光领导下广东学政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民

生日报》盛赞广东教育改革当为“各省之模范”，

谓“即学务言之，方今从事整顿虽成效未著，而规

划之宏大，进步之勇猛，隐然具新气象焉”［１８］。

粤海关税务司夏立士在论及民初广东的教育变革

时，也曾经这样说：“回顾过去的里程，我们有趣

地注意到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年所出现的良好开

端，当时钟荣光担任教育司长。”［１９］（Ｐ１４７）广东社会

教育的推广，使社会风气出现了转变，广东临时省

议会甚至出现了女议员参政，开全国风气之先。

钟荣光就任司长后新成立的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督

学局，是各县推行教育改革的主要领导机构，各县

之学务政令多由此出。因此可以说，督学局采取

什么样的兴学措施，关系到一地方学务的兴废成

败。广东教育在光复后取得了显著成效，教育司

在全省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教育系统，这相对于

过去封建教育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应该得到充分

肯定；各属督学局及其属员为此而奔走呼告之功

尤不可没。

三

就在督学局踌躇满志、大刀阔斧地领导广东

教育改革的时候，它却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

１９１２年冬，广东临时省议会以经费不足为由，决

定裁撤各县督学局，并停发社会教育经费。随后，

教育司不得不在学校教育课内设地方股，专管广

州市学务；另设教育课员辅助县知事负责教育行

政的实施，并设县学务专员协助维持地方学务，以

期能继续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进行。

关于督学局被裁撤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临时省议会说是经费缺乏，这的确是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前之办学经费，多取自廊饷、花捐、赌捐

等。辛亥革命后，各项杂捐都已废止，地方税收又

尚未划定，而封建士绅大多蚕食书田租税，仅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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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剩余之文社书院、书田税收办学，经费自然较

前清收入要少。因此在督学局开办初期，军政府

给每局补助３００元，规定其后之经费来源由地方

书院文社及原有劝学所经费拨给，这的确存在一

些困难。然而，教育部督学在视察广东学区的学

务报告书中指出：“广东教育经费本甚充裕，现在

预算较从前虽为缩减，然视福建、广西已不啻多一

倍矣。”［２０］（Ｐ３１４）显然，以经费不足为由裁撤督学局

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更有人认为“督学局为部章

名义所无”［２１］（Ｐ８０４），应裁撤。民初共和时期，全国

政令尚未统一，中央政府当时还未颁布官制，各地

行政机构组织名称各异本来就不是罕见之事，且

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及视学制度的实行由来有案在

先，设立一督学机构也不是不可，即使与部制稍有

不符，仍可更换名称或隶属，不至于严重到非取缔

不可。由此可见，说经费拮据或未有建制，都只是

督学局被裁撤的原因之一。其背后另有更深层之

原因，这就是封建残余势力对新教育的干扰破坏。

钟荣光就职伊始即上书都督胡汉民，提出裁

撤教育课员，自筹经费成立督学局。督学局之机

构和制度要落到实处，关键在于任命好督学人员。

广州督学局为人们称道是因为局长何剑吴办事得

力。他在整顿区内教育时，勒令不合格之学校私

塾停办，撤换不称职之公立学校教员，此举导致

“谣言四起”，但他却“不少却”。在督学局长的任

命过程中，一批封建士绅被拒之门外，这沉重地动

摇了封建士绅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

督学局成立后，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精神推行

教育革新，所采取的措施大大不同于封建儒学和

礼教所倡导的东西，从而动摇了儒家教育的基础。

东莞县县长甚至将耗款万余金、规模甚为宏广之

神庙里的偶像烧毁干净，改作督学局办公地点，这

在当时的封建士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顺德

县督学局长刘奋看到邑内私塾大都仍旧专重读经

尊孔，为此他通告全县塾师，立刻遵照小学章程，

速将私塾进行改章［２０］，这无形中打击了封建士绅

们的精神信仰；茂名、阳春等县的督学局长，对于

各属士绅假公肥私、霸占学田、增收书田花红等事

进行了严肃查处，“倘有人格卑劣，藉学校毕业之

名，争收学田花红，一经查实，即将文凭先予撤销，

追缴所收租谷，分别惩究，以息争端而重学

款”［２２］，这损害了各属士绅的经济利益。特别是

当钟荣光撤换了广东省优级师范学校校长黄锡铨

时，更是引起轩然大波。黄锡铨乃广东临时省议

会议长，对于教育向来少有研究，极少过问校务，

导致教员随意请假，学生纪律松弛，校风败坏。钟

荣光将其撤换后，改换留美硕士出身的教育课长

唐萱继任校长，随后就爆发了针对钟荣光的“孔

教案”①。当地士绅钟灵等１０人借“孔教案”为由

联名纠举钟荣光，指责钟荣光：“规复全省之（前）

清劝学所为督学局，亡清学务处变为讼务（处）。

兴学十年，毫无效果，实劝学所为之梗。盖设不名

一钱之学董以兴学，无异招不名一钱之僧商以承

饷。故自劝学所与绅局争款而讼与商会争款……

劝学公所今改名督学局以规复，该司无非为放弃

责任，养尊处优，置地方巨害于不问。且中央教育

部行政大纲（规定）省司由部视学监督，则省司行

政应由省视学监督。此督学局实不应设。况不由

该司自筹经费直规复劝学所之故制，贻害地方非

浅。”［２３］钟灵认为“省司教育行政应派省视学监

督”，然省视学经费尚无着落，人员又如何派出？

既然可以派省视学监督，为何不能设立督学局监

督学政？督学局本来就直属教育司，督学局内设

视学员或由局长兼任视学员，具有监督视察各属

是否执行教育司所指示的教育方针政策之职能。

如果改由省视学临时监督，在视察监督范围、时

间、频率、效果上自然较设立专门的督学机构逊

色，但这样对于各地封建士绅的既得利益损害不

大。可见，钟荣光设立督学局并非为“放弃责任、

养尊处优，置地方巨害于不顾”，恰恰相反，他是

为了更好地履行教育司长责任，尽心尽力，关心地

方学务的实施。

总之，钟荣光设立督学局的改革触动了封建

士绅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抵抗

与破坏。因此，封建士绅议员以经费短缺为由，提

出议案于省临时议会，要求裁撤督学局。钟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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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封建士绅对于钟荣光废除读经拜孔子深感“异说流行，斯文将丧”（《再志粤省孔诞祝典之盛》，上海《时报》１９１２

年１０月１８日）。高要地方士绅于当地报刊上载文攻击钟荣光“取消尊孔”、“不认其为教育司”，临时省议会于是利用钟

荣光基督教徒的身份，攻击其“扬耶抑孔”，开始纠举钟荣光，是为“孔教案”。钟荣光本人认为孔教案与其撤换黄锡铨一

事有关（见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１９１３，第３７页）。



在《广东人之广东》一书中谓：“惟因教育经费，时

时与地方顽劣绅士衡突”，“乃纷托同邑议员，向

临时省会提议，尽将全省督学局裁撤”［１２］（Ｐ１７）。省

临时议会表决通过裁撤督学局议案后，各地的督

学局于１９１２年冬陆续被裁撤，各县的教育领导权

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这样，督学局这一教育机构在共和时期仅存

在半年就被当地封建士绅势力扼杀了，地方视学

制度随之也停止。督学局的废止影响到广东的学

务不见进而见退。特别是督学局投入了大量精力

的社会教育，其经费在督学局裁撤之前虽多次停

发，但因在督学局大力号召下热心社会教育人士

的捐赠，基本尚能维持；随着督学局被裁撤，广东

社会教育各项措施即被取消，教育状况呈现出严

重的倒退局面。教育部在视察广东学务总报告中

指出，广东社会教育之所以欠发达，一是经费缺

乏，每列预算辄被驳回；另是办学人员只知学校教

育不知社会教育，“主管者每竭力经营，而承办者

辄付之冷淡”［２０］（Ｐ３１６）。社会教育如此，其他如初

等、中等、女子、师范教育，也由于督学局的裁撤而

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此后，广东之学务虽有

“学务专员之设，然职权已不如向者督学局长之

重，提携之力也渐失矣”［２４］（Ｐ１８６２）。

总之，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教育制度

的源头。“民初，是广东教育近代化进程的一个

重要阶梯”［２］（３１９），广东革命党人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绘制了广东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蓝图并为之进

行初步的尝试。这场改革对地主士绅来说无疑是

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

千方百计维护既得利益与权位，同资产阶级进行

垂死斗争。以钟荣光为首的广东教育司领导教育

界进行破旧立新的教育革新所面临的矛盾和冲

突，其实质就是守旧封建势力与新生资产阶级之

间的一场较量，在文化层面上的体现则是中西文

化交融过程的冲突与碰撞。督学局的存废是这场

碰撞的一个具体个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

乃至全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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